
欠条不是抢劫罪的客体

——颜景鳌抢劫、寻衅滋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被告人：颜景鳌，别名颜太平，男，1962年11月29日生，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连云港市大理石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因涉嫌抢劫于1998年2月24日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3日经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3月25日由连云港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顾壹心，时任连云港维尔利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被指控三个罪名
被告人颜景鳌等抢劫、寻衅滋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由连云港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并于1998年8月4日、9月1日以连公诉字（98）16、20号起诉意见书移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于1999年1月18日以连检刑诉字（1999）第3号起诉书指控：
（一）1994年10月25日晚，被告人颜景鳌聚集贺国华、程学华、王玉东、李恩喜在其家中打麻将赌博，尔后，贺国华打电话邀请孙祥林、张建明等人去颜家赌钱。张建明带赌资3万元人民币，刘健雄带赌资2.3万元人民币去颜景鳌家用小五张国际见牌进行赌博。次日早7时许，被告人贺国华赌输，便以刘健雄“作弊”为由翻开其底牌，双方发生争吵。颜景鳌被吵醒后，大声喊道“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把大门关上，一个也不许走”，并胁迫张建明“再拿10万块钱来，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后经张建明、杨诗刚等人向颜景鳌求情，颜让张建明写下欠条5万元；同时，颜景鳌又打电话叫李建林赶至家中，李建林冲进赌场内对着刘健雄的的右大腿猛砍一刀，王玉东、朱家明也上去殴打刘健雄，当场抢劫赌资6.6万元人民币。次日，颜景鳌又命贺国华、李建林去杨诗刚家索要到“欠条”款4万元，1万元未遂。事后，颜景鳌分得赃款6.65万元人民币，贺国华分得赃款2.3万元人民币，李建林分得赃款1.2万元人民币，王玉东、朱家明各分得赃款1千元人民币。案发当天，颜景鳌还带着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等人赶到市中医院，威胁刘健雄等人不许报案。法医鉴定结论：刘健雄右大腿中段后外侧砍创长超过10公分，属轻伤。
（二）1996年5月9日晚，陆同胜请郁正海等5位朋友去黄海影剧院门前吃大排档，宋明也请高和平等人在此吃饭。宋明见到陆同胜后，即以敬酒为名找陆同胜的岔子。随后，宋明打电话给被告人颜景鳌，颜接电话后又打电话给滕士亮家找到朱家明。尔后，颜景鳌驾车带着李建林窜至腾士亮家将朱家明接上车，朱家明在腾家拿两把菜刀，一把交给李建林、一把自己留用，直奔黄海影剧院。宋明见颜景鳌、李建林、朱家明等人赶到，便冲上去打骂陆同胜，一拳将陆同胜鼻子打出血，眼打肿。朱家明用刀背砸陆的头部，刀柄砸断。李建林用刀砍陆的左右大腿二刀，三被告人对陆拳打脚踢后逃离现场。法医鉴定结论：陆同胜鼻梁、右颧部及双眼青紫肿胀，右眼眦部球结膜出血，右后顶部皮挫裂，右大腿裂创4公分，左大腿裂创1.8公分，鼻骨骨折，轻微伤一级偏重。
（三）1995年11月14日晚，刘作干等人因吃饭没带现金而与小厨王保安人员仲维国发生争吵，颜景余见后说：“买什么单，结什么帐啊，走”。并恼羞成怒殴打仲维国，仲被打跑出酒店打电话到连云港市新浦区路南派出所报警。在南京的颜景鳌得知此事后，连夜开车带着李建林、朱家明、贺国华赶回新浦。次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颜景鳌、李建林、朱家明、贺国华开车到新浦路南派出所，颜景鳌、李建林、朱家明闯进会议室，李建林冲上去一拳打在仲的脸上，仲被打头撞在大门玻璃上，玻璃被撞碎，头顶被划破，血流满面。这时，副所长金同林赶至询问缘由时，颜景鳌说：“你们看，人不是我打的吧”。后带着李建林、朱家明、贺国华扬长而去。临走时还威胁仲维国说：“保安你不要干了，回家了也要卸你一条腿”。法医鉴定结论：仲维国头顶部条形挫裂创长4公分，面部、头皮肿胀，属轻微伤二级。
（四）1994年4月的一天上午，被告人颜景鳌打电话催要华江公司经理张彬欠大理石厂的货款一万元未果。同年4月27日上午，颜景鳌打电话再次催要货款，张彬仍说等五一节后再给，颜景鳌说：“你太狂了，你等着”。紧接着，颜景鳌指派本厂职工苗红艳去张彬办公室看张在不在，自己又窜至银河购物中心找到李建林、韩守传、骆凯等人，冲进张彬办公室，将张按在沙发上拳打脚踢，有的用铁棍打，有的用烟灰缸砸，姜爱军、江尧余二人上前劝仗，也被颜景鳌等人打伤，张彬办公室的茶几、水瓶全部被毁。法医鉴定结论：张彬头面部轻微伤一级，姜爱军头皮挫伤轻微伤二级，江尧余右手损伤轻微伤一级偏重。
（五）1993年12月27日晚，被告人颜景鳌、王玉东、贺国华等人在红玫瑰歌舞厅玩。21时许，于勇酒后到连云港市包装一厂江舜荣书记办公室打127台33号传呼，结果错打颜景鳌3号传呼，颜回电话后即挂断，于勇又按重复键呼3号，颜又回电话，并通过114查号得知是包装一厂的电话，即打朱家明传呼让其速到红玫瑰歌舞厅，随后朱家明、韩守传、骆凯赶到舞厅，颜景鳌带着韩守传、骆凯、王玉东、贺国华等人开二辆车直奔包装一厂，颜景鳌、王玉东等人冲进江舜荣的办公室说：“我颜太平来了”。即拿起茶杯砸在于勇的头上，江舜荣问：“干什么的”？王玉东冲上去把江按在沙发上卡住双腿，朱家明、韩守传等人一起殴打江舜荣，并用水瓶、酒瓶、电话机砸于勇，于勇被打满脸是血。法医鉴定结论：于勇头面部外伤，轻微伤一级；江舜荣头面部钝挫伤，轻微伤二级。
（六）1994年12月27日至1996年1月4日，被告人颜景鳌个人借款给连云港市大理石厂共计人民币672209.04元，1995年8月19日至1996年12月28日又为该厂垫付差旅费等计人民币104686.46元，两笔共计人民币776895.50元。1995年3月至8月，颜景鳌个人在皇上皇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76万元人民币。1992年，被告人颜景鳌担任市大理石厂厂长至1997年与其妻周友花工资及各种收入共计人民币187878.68元，按市统计局提供的人均年消费标准计算，颜景鳌一家三口人1992年至1997年支出人民币54003.00元，收入与支出严重不符，颜景鳌对个人财产能说明来源并查证属实的只有48万元人民币，有815013.82元人民币来源不明。
该院认为，被告人颜景鳌等目无国法，胆大妄为，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抢劫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应适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构成抢劫罪，颜景鳌是抢劫罪的主犯；被告人颜景鳌等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办公室、饭店及派出所等公共场所无故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影响极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颜景鳌的行为还触犯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二、初审判了个死刑
作为第一被告颜景鳌的第一辩护人，本律师在1999年3月15日至18日的原审庭审中仅就抢劫罪的构成问题提出辩护意见，与寻衅滋事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关的辩护意见则主要由第二辩护人——南京三联律师事务所薛毅律师（已故）提出。
（一）关于抢劫罪各阶段的事实认定
1、第一阶段——邀集赌友
起诉书称：“1994年10月25日晚，被告人颜景鳌聚集贺国华、程学华、王玉东、李恩喜在其家中打麻将赌博，尔后，贺国华打电话邀请孙祥林、张建明等人去颜家赌钱”。卷宗材料显示，本案相关人员在颜家赌博均为贺国华邀集，根本不存在“颜景鳌聚集”的问题。
2、第二阶段——见牌施赌
起诉书称“张建明带赌资3万元人民币，刘健雄带赌资2.3万元”，起诉意见书称：“贺（国华）供称自带（赌资）13000元，……程（学华）供称自带（赌资）20000元”。起诉书又称诸被告“当场抢劫赌资6.6万元”。可见，这是一笔糊涂帐，那么相关人士究竟各带多少赌资呢？
①贺国华：贺国华自称带款1.3万元，颜景鳌称贺带“一万余元”，程学华称贺带“六、七千元”，王玉东称贺带“一万元差不多”，因此可以认定贺国华带赌资1.3万元。
②程学华：程学华自称带2.15万元，颜景鳌称程带“2万元整，可能还有点零头”，贺国华称程带“一万元钱”，王玉东称程“带有一万多块钱”，赵海涛称程“带两万块钱”，因此可以认定程学华带赌资2万元。
③张建明及孙祥林：张建明自称带“2000元钱”（见复印卷—P101），程学华称张、孙各带“整一万元”，王玉东称张、孙各“带一万元钱”，贺国华称“他们一共带25000元钱”，颜景鳌称张“带有2万元，孙祥林带有6000元钱”，杨诗刚称孙带“3万元钱……张建明自己身上有几千块钱”，因此可以认定他们共带赌资2.5万元。
④刘健雄：刘健雄自称带2.3万元，但没有任何人佐证这一说法；相反，诸被告一致认为刘分文未带。这样，刘的说法成了孤证，依法不能认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贺国华、程学华、张建明、孙祥林见牌赌钱的同时，王玉东、李恩喜、廖志锐及杨诗刚打麻将小赌，王玉东从程学华处拿赌资1000元，廖志锐和杨诗刚从张建明处拿赌资约5000元。这样，见牌桌上的赌资总额约为5.2万元。
3、第三阶段——玩鬼之争
起诉书称“次日早7时许，被告人贺国华赌输，便以刘健雄‘作弊’为由翻开其底牌，双方发生争吵”。起诉意见书称此时“王玉东上去打廖一拳”，“惊醒了在旁边睡觉的颜太平，颜问‘怎么回事’”，并“上去推了孙祥林一下”。孙说：“不是我，老总”。
4、第四阶段——索回赌资
贺国华向醒来的颜景鳌介绍了张建明、刘健雄共同“玩鬼”的经过，并称张建明在以往的赌钱中用“玩鬼”的办法赢了贺许多钱。于是，颜景鳌提出要张建明他们把钱掏出来。起诉书引用的语言为：“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把大门关上，一个也不许走”。诸被告及证人程学华、赵海涛等均不承认颜景鳌说过“把大门关上”的话，理由是当时的门本来就关着。张建明等人均表示同意将牌桌上的钱留下，但诸被告及证人程学华、赵海涛等均否认张、孙、刘、杨、廖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曾经从身上掏过钱。
5、第五阶段——追写欠条
贺国华称这点钱还不够本钱的，他反复强调张建明在以往的赌钱中用“玩鬼”的办法赢了贺许多钱。于是颜景鳌提出要退款10万元，张建明等称没有赢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商定退款5万元，并由张建明出具欠条一张。在谈判过程中，颜景鳌似乎确实说过“再拿10万块钱来，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的话。
6、第六阶段——行凶伤人
起诉书称：“同时，颜景鳌又打电话叫李建林赶至其家中，李建林冲进赌场内对着刘健雄的右大腿猛砍一刀，王玉东、朱家明也上去殴打刘健雄”。
关于李建林的到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颜景鳌打电话请的，一种是贺国华用颜的手机先呼李，李回话时颜让其来的。无论怎样，颜景鳌并没有讲明让李来干什么。朱家明则是程学华通过电话（据程讲是贺用程的手机呼的，回电话时程让其来的）邀来的。
关于李、朱于何时到的这个问题说法不一，但殴打刘健雄及砍伤刘健雄均发生在“5万元欠条”写过之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医鉴定称刘健雄的刀伤属轻伤。
7、第七阶段——分割赌资
起诉意见书称：“接着贺国华拿走13000元，程学华拿走21500元。颜又分给未参赌的李建林2000元，朱家明、王玉东、赵海涛各1000元，颜太平（即颜景鳌）自己得款2.95万元，……共计6.9万元”。起诉书则称诸被告“当场抢劫赌资6.6万元，……颜景鳌分得”4.65万元，“贺国华分得”1.3万元，“李建林分得”0.2万元，“王玉东、朱家明各分得”1千元。起诉书显然把程学华拿走的2万元钱加到了颜景鳌身上，而且尚有0.25万元不翼而飞。
其实，如上所述，牌桌上共有赌资5.2万元，程学华拿走2.15万元，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及赵海涛共拿走0.5万元，剩下的2.55万元全部给贺国华拿走了。这一点，除贺国华之外，程学华、王玉东、朱家明对此均给予了证实。
8、第八阶段——医院门前
起诉书称：“案发当天，颜景鳌还带着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等人赶到市中医院，威胁刘健雄等人不许报案”。这一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当天，颜景鳌并不知道刘健雄住在中医院，只是路过时碰到吴攸，谈及赌钱一事。颜景鳌根本就没有进病房，何以威胁刘健雄？
9、第九阶段——兑现欠条
贺国华否认真的写过欠条，只是说要写，但没有写。起诉书称：“次日，颜景鳌又命贺国华、李建林去杨诗刚家索要‘欠条’款4万元，1万元未遂。事后，颜景鳌分得”2万元，“贺国华分得”1万元，“李建林分得”1万元。这一认定至少有三处失实：第一，不存在颜景鳌“命令”问题，只不过是贺国华接杨诗刚电话后给颜太平打了个电话而已，连李建林都是贺国华自己打传呼邀请同往的；第二，不存在“1万元未遂”问题，杨诗刚说只有4万元，贺国华说4万就4万吧，另外的1万元根本不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第三，认定颜景鳌分得2万元缺乏根据，颜、贺两人一对一的证据，怎可信贺而不信颜呢？连贺国华的辩护人都承认这2万元的归属尚未查清嘛！
综上所述，可将本案的事实概括如下：
1994年10月25日晚，被告贺国华邀集程学华、王玉东、李恩喜、孙祥林、张建明、杨诗刚、刘健雄及廖志锐等人在被告颜景鳌家聚赌，贺国华带赌资1.3万元，程学华带赌资2万元，张建明、孙祥林共带赌资2.5万元。贺、程、张、孙以见牌施赌时，王从程学华处取赌资1万元，杨及廖从张建明处取赌资约5千元与李恩喜打麻将至当夜12时许。李恩喜息手离开，刘健雄替孙祥林参赌。次日7时许，被告贺国华以张、刘“玩鬼”为由翻开他们的底牌，双方发生争吵。王玉东与廖志锐发生扭打。正在睡觉的颜景鳌被吵醒后，一边推开身边的孙祥林，一边询问出了什么事。贺国华声称对方玩鬼，颜景鳌即提出：“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张建明、刘健雄见颜发火，均表示愿把赌资留下。此时，贺国华声称张建明曾因赌钱“玩鬼”而赢其许多钱，颜景鳌即对张建明扬言“再拿10万块钱来，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后经张建明、杨诗刚等人求情，颜让张建明写5万元欠条了事。少许，被颜景鳌、程学华用电话邀来的朱家明、李建林冲进赌场，朱家明殴打刘健雄，李建林随即向刘砍一刀。刘健雄被砍伤后由张建明、孙祥林、杨诗刚、廖志锐等人扶离赌场，程、贺取回各自的赌资后，余款约1.9万元中，程学华得款0.15万元，李建林得款0.2万元，在场观赌的王玉东、朱家明及赵海涛各得0.1万元，贺国华得款1.25万元。同年10月27日，贺国华、李建林从杨诗刚家取回“欠条”款4万元后，贺、李各得1万元，余款2万元或者为贺国华所得，或者为颜景鳌所得，或者为其两人所得。经法医鉴定，刘健雄右大腿中段后外侧砍创长超过10公分，属轻伤。
（二）诸被告的行为不能构成抢劫罪
1、客观方面
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佩佑主编的《法律法规分类适用全书（刑法卷）》在第546页指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立即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吴振兴主编的《刑法逐条释义》在第331页进一步指出：“‘胁迫’，指行为人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其他方法’指行为人除了暴力或胁迫方法之外，采用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方法，……表现为药物麻醉，用酒灌醉等”。本案不涉及“其他方法”，而只涉及“暴力”和“胁迫”。
第一、关于“暴力”。如果起诉意见书所说的“王玉东上去打廖一拳”和“颜上去推了孙祥林一下”是暴力，那么这种暴力产生于第三阶段，此时诸被告均未产生让对方“掏钱”的念头，因此这种所谓的暴力与“抢劫”无关，只是“玩鬼之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朱家明殴打刘健雄、李建林砍伤刘健雄显然是一种暴力，但是这种暴力产生于“抢劫”终了之后，且是与其他被告无任何意思联络的突发行为；行为人根本就不知道其他被告正在对刘健雄等人实施“抢劫”，因此也就谈不上和“抢劫”犯呼应的问题。这是一种独立于其他被告的伤害行为，而不是“抢劫”行为的组成部分。
第二、关于“胁迫”。抢劫罪的胁迫必须是“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在“抢劫”赌桌上的赌资时，即使按照起诉书的认定，颜景鳌实施的威胁也只是“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把大门关上，一个也不许走”，这里的威胁内容不是“暴力”，从而也就不符合抢劫罪中的“胁迫”特征。在“抢劫”欠条时，起诉书所认定的威胁语言中含有暴力，但这种暴力威胁针对的不是当场取得财物，从而也就不存在“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恐惧而不敢反抗，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者不敢阻止财物被抢走的”问题。（引自吴振兴主编《刑法逐条释义》P331）
第三、关于“赌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之第13条第3款第2项中指出：“对于只抢回自己输掉的赌资或者帮助他人抢回输掉的赌资，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请注意：这里是说不认为是犯罪，而不是说不构成抢劫罪，因此它包含了不构成抢劫罪及抢劫罪以外的犯罪的意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界限的意见（试行）》第3条第6款中指出：“因赌博输钱后，以暴力或暴力胁迫，抢走超过实际所输赌资数额的，……定抢劫罪”。由此可见，在抢劫赌资的案件中，属于抢回自己所输掉的赌资部分，不能计入抢劫的财物数额之中。
第四、关于“立即”。抢劫罪是以“立即夺取公私财物”为行为特征的，不是“立即夺取公私财物”就不是抢劫罪，而只能是敲诈勒索罪。在本案中，赌桌上超过贺、程两人自有赌资以外的1.9万元赌资是“立即”交出的，但行为人对此并未采取“暴力胁迫”的方法。行为人对欠条实施了“暴力胁迫”，但被害人并没有“立即交出”财物。吴振兴主编的《新刑法罪名司法解释适用全书》第593页指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二者取得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时间亦有不同，抢劫罪均为当场劫取财物，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人，有时是当场取得财物，也有的是事后一定时期内取得的财物或财产性质的利益”。
2、主观方面
对被告颜景鳌而言，他在主观上具有下列三个特点：第一，颜景鳌对张建明、刘健雄打牌玩鬼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第二，颜景鳌实施“威胁”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主持公道，为贺国华讨个说法；第三，之所以让张、刘交出超过贺、程所输赌资的钱，是因为贺国华声称其曾因张建明玩鬼而输了很多钱。由此可见，颜景鳌在主观上是为了“帮助他人索要输掉的赌资”。如果说“坚信玩鬼”尚缺乏客观依据，那么这不是“抢劫”的心理状态，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勒索”的心理状态。颜景鳌的那种“帮助他人索回输掉的赌资”的心理状态，不仅由他本人的供述为证，而且还有除贺国华以外的其他诸被告的供述及程学华、赵海涛等人的证人证言为证，公诉人在公诉词中也称贺国华曾参赌23场次、36人次。
3、犯罪情节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律师认为，诸被告在钱的问题上未实施暴力，对当场取得的赌资未以暴力相威胁，用暴力威胁所取得的是将来的财物，被告颜景鳌实施威胁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索回输掉的赌资，因此他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起诉书不仅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抢劫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第13条第2款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150条第2款中的“情节严重”，是指“抢劫集团的主犯；多次抢劫的；行凶伤人的；抢劫军用急需物资、救灾物资和国家其他重要物资的；因抢劫而引起外交交涉或造成其他恶劣影响的；持枪行抢的；在繁华地区、公共场所当众进行抢劫的等”。其中的“行凶伤人”显然要达到“致人重伤、死亡”的程度。在这个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抢劫数额的规定，因此在该解释看来“数额巨大”不是“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当然，本律师也知道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在《关于抢劫罪情节严重问题的讨论纪要》中指出：“抢劫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视为‘情节严重’”。但这不属于司法解释等有权解释，本律师不否认它对本省刑事审判的指导意义，但总不能依照一个“无权解释”（相当于学理解释）而去判处被告极刑吧。极刑是最严重的处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作出规定，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自作解释，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所在。
4、辩方证据
本律师于本案的审判阶段，在看守所分别会见了颜景鳌的同案被告贺国华、李建林、王玉东和朱家明，并向赵海涛及在押犯程学华调取了证词。庭审中，公诉人依《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及六院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规定，认为本律师在未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向同案被告等调查取证是违法的，所搜集的证词也是无效的。其实《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所称的“其他辩护人”是指该法第32条规定的除律师以外的辩护人（而不是指同案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上述《规定》第15条所称的申请程序只适用于证人拒绝出证的情形，公诉人称律师会见同案被告就有串供之嫌，那么公、检、法人员提审诸被告就没有串供之嫌了？为什么只指责律师而不指责公、检、法人员呢？这岂不是对律师的一种歧视态度吗？对寻衅滋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第二辩护人——南京三联律师事务所薛毅律师也作了无罪辩护。然而，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0日作出（1999）连刑一初字第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称：被告人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依法均构成抢劫罪，系共同犯罪，且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应予严惩；被告人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在抢劫犯罪中分别起组织指挥、挑起事端、引发劫取他人财物的犯意、实施暴力威胁、持刀伤害他人等主要作用，系抢劫犯罪中的主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玉东、朱家明在抢劫犯罪中，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暴力行为，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颜景鳌、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贺国华、颜景标分别交叉结伙在影剧院门前、饭店、派出所等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伤害他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恶劣，且造成极坏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系共同犯罪，应予惩处。被告人颜景鳌身为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其财产及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无法说明其来源的合法性，故依法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判决：被告人颜景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财产100000元人民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没收财产815013.82元人民币；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915013.82元人民币。
 
三、重审去掉一个罪
颜景鳌自然是不服该判，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15日作出（1999）苏刑终字第39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当场抢劫赌资53000元，部分证据不足；认定被告人颜景鳌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薛毅律师因故去世后，颜景鳌的辩护工作由本律师一人承担。在二审及以后的审级中，虽然没有承认颜景鳌构成抢劫罪，但辩护策略是强调颜景鳌分文未取赌资、欠条应从抢劫中分离出去和李建林的伤害行为独立成罪，以减轻颜景鳌的刑事责任。此外，把无罪辩护的重点放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寻衅滋事罪上。辩护的总目标是：挽救颜景鳌的生命。
（一）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原审判决对颜景鳌财产认定缺乏合法证据
原审判决认定颜景鳌“个人借给连云港市大理石厂共计672209.04元”，“为该厂垫付差旅费共计104686.46元”，“在皇上皇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760000元”，“三项共计1536895.50元”。并称，该认定“有连云港市审计部门的报告”为证。然而，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市大理石厂帐面反映欠颜太平75万元款项的详细情况》制作于1998年4月1日，落款为“审计组”，既无审计者签名，又无审计部门印章；而且，该《情况》所称的连云港市大理石厂欠颜景鳌的总款额为752185.50元，与原审判决认定的776895.50元不符。《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可见，原审判决所使用的证据有违该条规定，从而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
2、原审判决对颜景鳌工资认定不具科学性
原审判决认定颜景鳌1992年至1997年与“妻周友花二人工资及各种收入共计187878.68元”，此项认定的依据是《颜太平、周友花家庭收支情况汇总表》及其所附的五张分类表，这些表格同样没有任何人签名，也无任何单位盖章。显然，这些表格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此外，原审判决从1992年起计算颜景鳌的收入，这是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颜景鳌从1983年起做生意，为本市第一个做个体录像放映的人，放录像赚了40000元；1984年为临洪办事处的竹本厂做了一笔钢材生意，得利14000元；1985年起任新浦区新海建材厂厂长，1987年该厂与大理石厂合并后，任大理石厂厂长至1997年。因此，客观公正的计算方法应从1983年起算，而不应从1992年起算。
3、原审判决对颜景鳌其他收入认定尚未穷尽
原审判决称：“颜景鳌对个人财产能够说明来源并经查证属实的共有480000元”。其实，颜景鳌能够说明来源的远不止此，只是侦查人员不肯去查明而已。
⑴美国商人李世杰于1998年5月27日证实，其于1994年至1995年间，共借给颜景鳌95000美元，按当时的比价折合人民币788500元，至今未还。
⑵陈守权、王秋香、江尧阁于1999年3月12日证实，颜景鳌在1994年为子颜士超过10岁生日，共收礼金114000元。
⑶李忠月于1999年2月23日证实，其于1994年左右给颜景鳌40000元代办购车附加费，附加费未办，钱至今未退。
⑷张文胜于1999年2月25日证实，其于1994年左右因向颜景鳌借款而付给颜景鳌利息计80000元。
⑸颜景花于1999年3月6日证实，其于1995年给颜景鳌9000美元，用于出国花费，按当时的比价折合人民币74700元。
⑹颜承玉于1999年3月6日证实，其于1992年给颜景鳌44000元，其中26000元为跑运输所得，18000元为卖房所得。
⑺1992年至1994年间，广东云浮何金秀以30万元的底价让颜景鳌代销8台大理石机，颜景鳌以52万元出售，原审判决只算了30万元底价，未计22万元利润。
⑻1993年，杨斌以25万元抵给颜景鳌一台没有牌照的尼桑公爵王轿车，安上牌照后以38万元出售，扣除相关费用后，尚有10万元利润。
⑼1992年，江苏省土产品进出口公司李白川委托颜景鳌销售1340平方米花岗岩，底价为每平方米60元，售价为110元，颜景鳌从中得利60000元。
⑽1995年7、8月份，颜景鳌去美国销售一批大理石，收回货款3.8万美元，花去旅差费104686.46元。差旅费已报帐挂欠，但3.8万美元尚未交帐。故这笔旅差费其实是不存在的。
⑾1994年，颜景鳌将一辆皇冠3.0轿车借给建行投资公司使用，收取押金450000元（有王春贵、李华周的证词为证）。
上述11项总计人民币2375886.46元，对这些“收入”（有些是收入，有些是借款，有些是错帐），颜景鳌早已说明来源，侦查人员不去收集证据，显属不妥。严格地讲，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颜景鳌只有说明来源的义务，而无证明来源的义务。侦查机关应当查实而不去查实，不能由此而认定颜景鳌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4、颜景鳌不具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体资格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究始于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由此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作为1979年《刑法》的补充，《补充规定》中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自然是指1979年《刑法》第83条所称的“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2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内含作了进一步界定，“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国家工作人员中不包括在非国有企业中工作的人员。
其实，《补充规定》共涉及贪污、受贿、索贿、行贿、挪用、财产来源不明等六个罪名，13个条文。在描述前五个罪名的犯罪主体时，均列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唯独在叙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接受外交礼物而不交公的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时，只列“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列“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它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尽管，立法机关对“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内含未作具体解释。但由上述解释可见两点：①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本身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补充规定》无须将此与“国家工作人员”并列；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中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它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对该《决定》第12条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作出了并不一致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11月7日解释说：“国家工作人员”中包括了非国有“公司、企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者委派的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5日解释称：“《决定》第12条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
上述两个解释分歧点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只要是国家机关派至企业行使管理权的人，即是国家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只有被派至企业中行使管理权的人本身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工人身份，即使被派至企业行使管理权，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持“职能说”，最高人民法院持“身份说”。于是就出现了公诉人依“职能说”起诉，审判员依“身份说”判决的司法怪圈。
1997年《刑法》兼收了这两种学说，将涉及本案的“国家工作人员”注解为“由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来取代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中的“管理人员”似乎不怎么显眼，其实其内含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说界普遍认为，“从事公务”，是指“行使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非“对非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道理很简单，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向非国有企业委派人员管理非国有资产。
检察机关指控颜景鳌犯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的时间段是在1997年《刑法》颁行前，而颜景鳌本身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所管理的连云港市大理石厂又非国有企业（不仅不是国有企业，而且不具有国有资产的成份）。那么，依照学说界对1997年《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颜景鳌不是“受托从事公务”的人，从而也就不具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资格。
这是由“从新”原则得出的结论。但是，我国刑法实施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因此，如果有人认为颜景鳌是新刑法所称的“受托从事公务”的人，那么，依“从旧”原则，按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刑法实施前的解释，颜景鳌仍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审判机关没有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令而不遵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令的道理。
（二）关于寻衅滋事罪
1、关于“黄海影剧院”事件
事发的当晚，陆同胜与宋明在黄海影剧院门口大排档发生纠纷，宋明打电话给颜景鳌，颜景鳌带着李建林、朱家明赶到，随即，宋明、李建林、朱家明殴打了陆同胜，但很快被人拉开。颜景鳌在整个过程中未实施任何侵害行为，没有殴打他人，没有指使他人殴打他人。朱家明携带菜刀，颜景鳌既不知情，也未指使其携带。相反，颜景鳌在整个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就是拉架和劝解。对此，有李建林、朱家明、陆同胜、汪长琪及宋明的供述和陈述为证。
2、关于“路南派出所”事件
当得知胞兄颜景余被仲维国殴打后，颜景鳌自南京赶回新浦，次日中午来到路南派出所。颜景鳌到派出所的目的是了解情况，李建林在颜景鳌既未指使、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殴打仲维国的，这与颜景鳌何干？在整个过程中，第一，在事前与李建林并无打人的预谋；第二，在事中与李建林没有共同的打人行为；第三，颜景鳌与李建林不在同一个现场，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打人的意思联络。因此，颜景鳌不能对李建林的行为负责。
3、关于“华江公司”的事件
“华江公司”事件是由单位之间的经济纠纷引起的，即使是一种侵害行为，其侵害的对象也是特定的，而不是“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因此，本事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而且在事发后，经由新浦区委书记张连云等有关人士调停，双方互致歉意，并作出了相应赔偿，华江公司也归还了欠款，至此，一场由经济纠纷引起的争斗得以彻底了结。
4、关于“包装一厂”的事件
“包装一厂”事件起因的责任在于勇，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次事件中，颜景鳌到包装一厂后，明确要求同行者不要进屋，韩守信、王玉东进屋打人是违背颜景鳌的主观愿望的，颜景鳌自己始终没有动手打人。事件发生后，由南小区派出所韩继贵所长亲自调处，双方在老扬州饭店吃了饭，互致歉意，并由颜景鳌赔偿了损失。从而解决了这起由误打寻呼引起的民事纠纷。
综上所述，四个事件分别发生于1993年12月27日、1994年4月27日、1995年11月14日和1996年5月9日，所谓的被害方均为轻微伤，且均由“特定”的纠纷所引起，针对的均为特定的对象，因而均属已了结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伤害行为，不具有“随意殴打他人”及“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特点，谈不上“情节恶劣”和“情节严重”，从而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2001年4月19 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连刑一初字第83号重审判决，采纳了本律师关于颜景鳌不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辩护观点，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颜景鳌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经查，连云港市大理石厂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中共连云港市新浦区委组字（1992）20号提名文和新浦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2）73号公布文，不是委派，也不是重新任命颜景鳌为大理石厂厂长职务，只是让其享受正科级待遇，仅为当时鼓励企业发展经济的一项措施。档案资料证明，颜景鳌未办理转干手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符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要求。因此，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主持。……（辩护人）关于不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四、终审无期定谳
关于抢劫罪，本律师在以往的辩护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重审辩护意见:
(一)主观上是为他人抢回赌资
 无容置疑，本案是一起由赌博引起的刑事案件。作为本律师的当事人，颜景鳌并没有参与赌博。他只是在睡梦中被人吵醒后，才参与本案的。他参与本案的心理依托是，刘健雄等人赌博玩鬼。尽管在客观上，抢回的赌资超出了贺国华、程学华的自有赌资，但这是因为贺国华一再声称其曾因张建明玩鬼而输了很多钱。即使对5万元欠条，张建明也证实：“我们掏完钱后，贺国华讲：‘以前我常跟他们打牌，也是他们玩鬼，我输了不少钱，要他们吐出来’。于是，就谈到要写欠条十万元一事。我和孙祥林、颜太平商量5万元可不可以，最后商定5万元”。由此可见，颜景鳌参与本案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帮他人抢回输掉的赌资。
（二）客观上未实施严重的行为
刘健雄在向二审法官所作的陈述中证实，除了李建林砍伤他的大腿外，没有人对其实施暴力。那么本案是因威胁而构成的抢劫罪，据起诉书的认定，威胁的语言有两句:“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把大门关上，一个也不许走”;“再拿 10万块钱来，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前者针对当场取得的赌资，不含有暴力的内容;后者针对5万元欠条，并没有当场取得财物。当场取得的不属于自有赌资的金额不超过3万元，抢与被抢者之间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将李建林的伤害行为算进去，也只造成轻伤的后果。因此，本律师认为，颜景鳌在客观上未实施严重的行为。
（三）总体上只是一起普通刑案
 1、自带赌资必须从抢劫数额中扣除
因赌博而引起的抢劫犯罪中，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第一，属于抢回自己输掉的赌资不能记入抢劫的数额之中;第二，并非当场取得的财物，不能记入抢劫数额之中。因此，在本案中，我们只需认定 “被害方”带了多少赌资即可。根据“被害方”可以互相应证的陈述，他们共带赌资不足3万元。刘健雄自称带有两、三千元钱，但并无其他证据支持(张建明先是猜测刘带了两、三千元钱，后又说刘带了钱但没有用，也没有拿出来)。在可以认定的3万元中，被杨诗刚、廖志锐拿走一部分用于打麻将，再加上各被告人的供述，故确切数额可以认定为25000元。这就是抢劫罪中的抢劫数额。
2、欠条数额必须从抢劫数额中扣除
是否 “立即夺取公私财物”是抢劫行为与勒索行为之间的区别点，这两个罪名有时在犯罪手段上完全一致，但在是否“立即夺取公私财物”上有所不同。在敲诈勒索罪中，有时也可以当场取得财物;但在抢劫罪中一定是当场取得财物，不是当场取得就不是抢劫罪。欠条本身不是财物，它只是一份债权凭证。当刘健雄等人脱离了诸被告控制之后，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正当的救济手段，拒绝兑付欠条。因此，欠条兑付与否的决定权仍控制在 "被害方"手中。这不同于有价证券，有价证券的兑付权控制在持券人手中，因此夺取有价证券就等于夺取了财物。而夺取欠条不等于夺取财物。
3、伤害行为必须从抢劫中分离出去
共同犯罪必须要有共同的故意，而且，公诉人必须证明这种共同故意的存在。首先，没有证据证明颜景鳌打电话让李建林到场的目的是让其砍伤刘健雄(如果电话确实是颜打的话)；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李建林这一刀是在抢劫者的指使或纵容之下砍向刘健雄的;再次，没有证据证明李建林到达现场时明知其他人正在抢劫，并且砍这一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抢劫;第四，没有证据证明颜景鳌等抢劫行为的主要参与者目睹了李建琳砍人，并对这种砍人行为心生赞许之意;最后，砍人一节发生在抢劫和勒索行为终了之后，且在砍人之后受到了颜景鳌的严厉指责。因此，伤害行为当独立成罪。
4、不存在事后威胁刘健雄等的问题
起诉书称:“案发当天，颜景鳌还带着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等人赶到市中医院，威胁刘健雄等人不许报案”。这一指控显然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颜景鳌等人是在知道刘住中医院后，赶往中医院威胁的。当天，颜景鳌等人只是因吃饭而路过中医院门前时，巧遇吴攸、刘彬两人，并和他们谈及赌钱一事而己。吴攸和刘彬均证实，颜景鳌根本就没有进医院，如何威胁躺在病房的刘健雄呢?据刘彬称，“颜太平见我后说:‘打牌不要玩鬼，否则腿会被别人砍’。因为我和颜太平比较熟，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话还是玩笑”。这哪是什么威胁呢?所谓威胁一说完全是公诉人的主观臆断。
5、颜景鳌个人从中未获得任何财物
首先，起诉书是根据推测而不是根据证据来指控颜景鳌在当场取得了财物的;其次，本律师已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颜景鳌在当场未取得财物。那么，合议庭就应当认为颜景鳌未在当场取得财物。此外，庭审调查显示，贺国华在接杨诗刚让其取款的电话后，向颜景鳌打了个招呼，并由贺国华自已打传呼邀请李建林同往取款的，因此不存在颜命贺取款的问题。在取回的款项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颜景鳌从中得了什么钱。已有证据证明李、贺各得10000元，对余下的20000元，只有贺、颜两人在场，他们又彼此推诿，那么我们就无法作出判断。怎好凭一方之言认定呢?
综上所述，在抢劫罪中，颜景鳌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也：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单纯抢回输掉的赌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故在扣除贺、程自带的赌资后，所剩的金额并非特别巨大;②本案毕竟是由张建明、刘健雄赌博 “玩鬼”而引起的，和一般的抢劫行为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弱;③颜景鳌等人的行为并没有给他人的人身造成伤害，即使将李建林的行为考虑进去，也只是轻伤，因此本案并无特别严重的情节。本律师据此建议合议庭对诸被告在有期徒刑内量刑。令人遗憾的是，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0）连刑一初字第83号重审判决没有采纳本律师的轻罪辩护，称：“被告人颜景鳌提出抢劫与事实不符，得款不是事实及未到中医院威胁刘健雄的辩解理由，经查，其在聚赌过程中抢劫赌资的事实及分赃得款、到中医院威胁被害人刘健雄、叫张建明写欠条以及叫贺国华、李建林索要欠条款的事实，得到参赌人员张建明、程学华、扬诗刚及被害人刘健雄等人证言证实，也得到同案犯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供述的印证，有关抢劫赌资及分赃数额有误，本院查明予以纠正，但不影响其抢劫罪的构成，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颜景鳌及其辩护提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其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得到相关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同案被告人供述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关于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被告人颜景鳌的辩护人提出颜景鳌抢劫罪行一般、未实施暴力的辩护意见，法庭确认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实颜景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且抢劫数额巨大，属情节严重，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被告人颜景鳌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财产900000元人民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900000元人民币。颜景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称：“（一）在所谓的抢劫罪中，我的作用次于贺国华。1、打牌赌博是贺国华邀集至我家的;2、同被害人发生赌博争议的也是贺国华;3、在贺国华告诉我说对方打牌玩鬼时，我才说:“谁玩鬼的，把钱都掏出来，一个也不许走”;4、在贺国华声称其在过去打牌时被对方玩鬼输掉不少钱时，我才说:“再拿10万块钱来，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5、没有证据证明我和李建林的伤人行为间有任何意义上的意思联络;6、“欠条”款是贺国华先与扬诗刚联系好后，并主动邀集李建林去取的;7、多人证明牌桌上的剩余款是贺国华拿走的，与我无关;8、没证据证明我从 “欠条款”中分得任何款项，该款全被贺国华、李建林占有。由此可知，无论从起因上讲，还是从作案过程的升级上讲，或者从分得的赃款数额上讲，均无理由认为我的作用大于贺国华。（二）“欠条款”，充其量属于敲诈勒索。抢劫是以“当场”取得财物为构成要件的，“欠条”不是财物，“欠条款”也非当场取得。因此，尽管我实施了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但由于未在当场取得财物，故不应构成抢劫罪，而只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三）寻衅滋事罪不能成立。1、四起“打架”事件发生于四个年头，四年打四次架，且未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故只能是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2、这四起“治安”事件均因“特定”纠纷而引起，均经派出所调查处理，均已作适当赔偿，且均已处理完毕;3、四起“治安”事件侵犯的都是特定对象，与“寻衅滋事”行为对象的不特定性不符，不能定为“寻衅滋事”行为;4、在 “路南派出所”事件中，我与李建林的伤人行为间并无意思联络，不应承担 “打架”的刑事责任和治安责任。（四）判"无期徒刑"太重了。 1、依1979年刑法第150条第2款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在抢劫罪中，数额不是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 2、致人轻伤不能适用1979年刑法第150条第2款，只有在致人于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该款;3、抢劫行为只此一起，属偶犯和初犯，应当酌情从轻处理;4、我的作用次于贺国华，所受刑罚却重于贺国华，这体现了一审判决的不公正性。（五）没收90万元更是荒唐可笑。原一审判决在以抢劫罪判处我死刑时，附加没收财产10万元。在重审时，一审法院在改判无期徒刑的同时，附加没收财产90万元。就如一审判决所定，我的抢劫所得也才是46500元，没收的财产相当于我的非法所得的20倍，请问这有什么公正性可言?翻开共和国的司法史，即使把历史翻到奴隶社会，恐怕也没有如此荒唐的判决。因此，我要说，一审判决在世界范围内，也应当是空前绝后的”。
2001年8月2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1）苏刑二终字第088号《刑事裁定书》，用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99个字符，驳回了颜景鳌的上诉：“对于上诉人颜景鳌和辩护人提出的辩解意见，经查，在一审庭审中由原公诉机关宣读、出示并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书证以及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所证实，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五、最高院启动再审
终审判决作出后，本律师以下列理由，为颜景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一）关于抢劫罪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苏刑二终字第088号终审裁定称其“查明的事实与证据与一审相同”，而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00）连刑一初字第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中对抢劫罪之事实的认定，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是错误的:
1、被害方赌资总额为27000元
一审判决称:“张建明带赌资30000元，刘健雄带赌资3000元”。其实张建明对自己究竟带多少赌资的说法是前后不一的，一会儿说带20000元，一会儿说带3-4000元，一会儿说带30000元。孙祥林在侦查卷中称其曾给张建明3000元，但张建明究竟带多少钱去颜景鳌家，孙不清楚。诸被告则一致声称，张建明只带20000元。一审法院在多种说法中择高而定，显然是没有道理的。2001年10月9日，江苏连云港田湾律师事务所的刘华及杨光律师分别对张建明和孙祥林进行了调查，得知张建明带款的确切数额为26000元，其中还被廖志锐拿走2000元打麻将。加上刘健雄的3000元，被害方的赌资总额为27000元。
2、颜景鳌在当场未分得26500元
一审判决称颜景鳌当场取得赌资26500元，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程学华、赵海涛共拿走6500元。然而，王玉东除得此1000元外，在打麻将前，还从牌桌上拿了1000元，输光了(见王玉东1998年3月17日供述)。可见，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程学华、赵海涛共拿走7500元，而不是6500元。被害方的赌资总额为27000元，扣除李建林等5人拿走的7500元，尚余19500元。那么，这19500元钱是谁拿的泥?
在整个侦查卷宗中，除朱家明于1998年4月9日称“剩下的钱颜太平自己装口袋里了”、程学华于1997年5月22日称“剩下的钱颜太平让贺国华收起来了”这两种说法外，其他诸被告均未对 “余款"的去向作出明确供述。在一审过程中，王玉东和程学华进一步证实余款是贺国华拿走的，贺国华和朱家明则明确说颜景鳌没拿钱，李建林和赵海涛则称其不知此事。如此看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颜景鳌在当场取得过任何赌资。
2001年9月23日，李建林声称:“赌场的钱颜太平确实没有拿，是程学华拿了一部分，又递给贺国华一纸包。事后，贺国华告诉我，除去本钱，程学华多给他6-7千元”。2001年11月5日，贺国华也说:“关于最后赌资是程学华分的，除了给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等人外，程学华自己拿了一部分，余下用报纸包好给我，说是我的本钱，我回家后数一下，除了我木钱1.3万元，还多6-7千元，具体我记不清楚了，颜太平没有拿钱”。
3、李建林的伤害行为与抢劫行为无关
 一审判决用“在此期间”这样一种模糊性的词句，试图把朱家明、李建林对刘健雄的伤害和“抢劫”联系起来，以便说明抢劫情节的严重。其实，无论是加害方的供述，还是被害方的陈述，都认为李建林、朱家明均是在抢劫行为实施终了之后来到现场的，他们的伤害行为与“抢劫”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和抢劫罪的实施者之间没有任何“暴力”的意思联络。再审出庭检察员以钱还在牌桌上为由，认为李建林到场时抢劫尚未实施终了。其实所谓的被害人刘健雄是在离开现场的途中遭遇李建林的，因此，伤害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李建林对此应承担独立的刑事责任。颜景鳌等对此不应承担 “加重”责任。
4、40000元欠条不属抢劫范畴
是否 “立即夺取公私财物”是抢劫罪的显著特征。欠条本身不是财物，它只是一份债权凭证。当刘健雄等人脱离了诸被告控制之后，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正当的救济手段，拒绝兑付欠条。因此，欠条兑付与否的决定权仍控制在 “被害方”手中。这不同于有价证券，有价证券的兑付权控制在持券人手中，因此夺取有价证券就等于夺取了财物，而夺取欠条不等于夺取财物。
难怪北京大学杨敦先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曹子丹教授、中国公安大学李文燕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要在《关于颜景鳌抢劫案的论证意见》中称:“颜景鳌索要4万元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抢劫行为。颜景鳌听说张建明、杨诗刚等人过去赌博时‘玩鬼’赢了贺国华等人很多钱就威胁张建明，‘再拿10万元钱来’，并说‘不拿钱来就把你朋友的腿砸断’，经讨价还价，最后张建明写下欠5万元的欠条，第二天贺国华、李建林去杨诗刚家拿回4万元人民币。上述颜景鳌的行为不符合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当场’抢到财物的抢劫行为的特征。因此，颜景鳌的上述行为不应认定为抢劫行为” 。
此外，不存在颜景鳌“令”贺国华、李建林去索要欠条款的问题，颜景鳌也没有从中取得20000元。贺国华说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接到杨诗刚让他去取款的电话后，邀请李建林前往索款的，根本不存在颜景鳌的“命令”问题。只有贺国华称其将此40000元中的20000元给了颜景鳌，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怎么能定案呢?李建林和贺国华事后共同证实，拿到40000元后，李、贺及颜景鳌各得10000元，余10000元算是对贺国华丢手机的补偿了。据此，颜景鳌也只是拿了10000元，而不是20000元。
5、并不存在威胁刘健雄等问题
一审判决称:“在刘健雄被送医院救治的当天，被告人颜景鳌……等人还赶至连云港市中医院，威胁刘健雄等人不许报案”。这一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颜景鳌等人是在知道刘住中医院后，赶往中医院威胁的。当天，颜景鳌等人只是因吃饭而路过中医院门前时，巧遇吴攸、刘彬二人，并和他们谈及赌钱一事而已。吴攸和刘彬均证实，颜景鳌根本就没有进医院，如何威胁躺在病房的刘健雄呢?据刘彬称，“颜太平见我后说:‘打牌不要玩鬼，否则腿会被别人砍'。因为我和颜太平比较熟，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话还是玩笑”。既然听话人没有感到被威胁，别人凭什么说这是威胁呢?可见，所谓威胁一说完全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中指出：“抢劫赌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但行为人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罚”。在本案中，贺国华于2001年11月5日证实，“张建明以前玩鬼赢了我的钱，颜太平才叫张建明把钱退出来的”。张建明于2006年2月21日进一步证实，“颜景鳌所谓打麻将抢钱这件事发生前，我也和他打过麻将，他输给我们不少钱。大约有……四、五万块钱”。由此可见，颜景鳌等人抢回赌资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

即使颜景鳌的行为构成抢劫犯罪，也不能以抢劫罪判颜景鳌无期徒刑、没收财产90万元:A、当抢劫总额被确定为1.95万元、颜景鳌未取分文、4万元从中分离出去之后，所剩的金额并非特别巨大；B、本案毕竟是由张建明、刘健雄赌博“玩鬼”而引起的，和一般的抢劫行为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弱；C、颜景鳌们的行为并没有给他人的人身造成伤害，即使将李建林的行为考虑进去，也只是轻伤，因此本案并无特别严重的情节。而且在抢劫罪中，颜景鳌的作用次于贺国华。所以，以抢劫罪判颜景鳌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90万元，实属量刑畸重。
（二）关于滋事罪
一审判决认定的四个事件分别发生于1993年12月27日、1994年4月27日、1995年11月14日和1996年5月9日，所谓的被害方均为轻微伤，且均由“特定”的纠纷所引起，针对的均为特定的对象，因而均属已了结了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伤害行为，不具有 “随意殴打他人”及 “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特点，谈不上 “情节恶劣”和“情节严重”，且均已被作了治安处理，进行了适当赔偿，从而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决那种“在场即犯罪”的观点必须得到纠正，譬如在 “路南派出所”事件中，第一，颜景鳌在事前与李建林并无打人的预谋；第二，颜景鳌在事中与李建林没有共同的打人行为；第三，颜景鳌与李建林不在同一个现场，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打人的意思联络。因此，颜景鳌没有义务对李建林的个人行为负责。
（三）关于敲诈勒索问题
再审出庭检察员同意40000万元欠条一事不构成抢劫罪，但其认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首先，本律师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的解释，既然抢回赌资一般无罪，那么敲回赌资也应无罪；其次，本案属二审再审案件，增加一个罪名，不仅增加了颜景鳌等的罪责，而且也剥夺了原审被告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进而也违背了上诉（应当包括申诉）不加刑的基本原则。因此，本律师认为，在二审再审中追加罪名是不妥当的。
（四）关于量刑问题
颜景鳌自1998年2月24日至2010年2月23日，服刑已满12年整。被判无期徒刑后，其因有三次表扬而被减为有期徒刑；2005年10月25日，其被减刑2.5年；2008年6月28日，其又被减刑2年；之后至今，其又被表扬3.5次。依监狱管理规定，每获三次表扬，可减刑1.5年；换言之，如果是有期徒刑，颜景鳌总共可减刑7.5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无期徒刑犯减刑后又改判，原减刑裁定应否撤销问题的批复 》（1989年１月３日）中有关“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由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减刑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确有错误，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应当将改判的判决书送达罪犯所在的劳改部门和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改判的刑期执行，并由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减刑裁定。如果罪犯在原判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还需要依法减刑的，应当重新办理对改判后有期徒刑减刑的法律手续”的解释，本律师建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撤销原无期徒刑之判决和相关之减刑裁定的同时，考虑到颜景鳌本可减刑7.5年的“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本着人道主义的司法理念，作适当的减刑处理，让颜景鳌能在春节前，即在2010年2月13日前释放。
综上所述，原审被告颜景鳌从本质上讲是无罪的，即使抢劫有罪，当40000元欠条、李建林的伤害行为从抢劫罪中分离出来之后，并无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应被判无期徒刑、罚金90万元，理应改判。

 
苍天有眼，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了（2008）刑监字第141号《指令再审决定书》，称：“原审被告人颜景鳌等人抢劫、寻衅滋事一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1）苏刑二终字第088号刑事裁定维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连刑一初字第83号以抢劫罪、寻衅滋事罪决定执行颜景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900000元的刑事判决。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诉人颜景鳌以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诉人颜景鳌提出的申诉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指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2010年1月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徐州监狱开庭再审了本案，出席法庭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同意了本律师有关“4万元欠条款”不构成抢劫罪的辩护意见。再审判决虽尚未做出，但“4万元欠条款”不构成抢劫、“寻衅滋事”不构成犯罪，当无可争议。【补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09）苏刑再终字第0001号再审判决，其涉及颜景鳌的理由部分为：
再审中，颜景鳌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原审认定的以欠条取得的40000元人民币为抢劫不当。2、关于四起寻衅滋事罪，均由特定的纠纷所引起，针对的均为特定的对象，因而均属已了结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伤害行为，且均已进行了适当赔偿，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3、原审以抢劫罪判处颜景鳌无期徒刑，属量刑畸重。颜景鳌和其辩护人在庭审中还提出颜景鳌以欠条所取得的40000元人民币是以前赌输款，根据司法解释要回赌输的钱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审判决以欠条所获取的40000元人民币认定为抢劫不当，被告人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持欠条于次日获取的40000元人民币的行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请法院依法判处。
关于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要回的40000元人民币是以前赌输的款，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害人刘健雄的陈述、证人张建明、杨诗刚、孙祥林、赵海涛等人的证言均证实颜景鳌将对方赌资强行全部扣下后，又威胁再拿100000元来，后在被害人的求情下，由张建明写了50000元的欠条，上述被害人及证人证吉均不证实颜景鳌索要的是以往的赌输款，颜景鳌及其辩护人认为要回的是以前赌输款的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故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朱家明、王玉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赌博过程申，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系共同犯罪。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在抢劫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朱家明、王玉东在抢劫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
关于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颜景鳌以欠条所取得的40000元人民币不应认定为抢劫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1994年10月26日晨，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等人抢劫赌资后，颜景鳌又威逼张建明写下欠李建林50000元欠条一张，颜景鳌于次日让贺国华、李建林持欠条从张建明处索取40000元人民币。上述事实有证人张建明的证言以及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颜景鳌当场以暴力相威协逼迫张建明写下欠条并于次日由贺国华、李建林索取40000元人民币，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判以抢劫罪定性不当，应予纠正，故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40000元人民币不构成抢劫罪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检察机关指控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颜景鳌参与的四起寻衅滋事案，均由特定的纠纷所引起，针对的均为特定的对象，因而均属已了结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伤害行为，且均已进行了适当赔偿，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颜景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四起用刀砍、殴打他人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为颜景鳌的上述行为造成多人轻微伤，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予刑罚处罚，故原判定性准确。但原判在量刑时未考虑到四起寻衅滋事均已由当地派出所作过处理，顶格判处，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颜景整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以抢劫罪判处颜景鳌无期徒刑，属量刑畸重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的抢劫事实，其中部分事实定性不当，抢劫数额应为33000元人民币而非73000元，抢劫数额是量刑的主要依据，由于数额发生变化，导致原判量刑错误。另外，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虽对抢劫犯罪刑罚幅度的规定大致相当，但在适用条件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对主犯的处罚前者比后者要重，原判还违反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且在量刑时未考虑到本案抢劫赌资的行为发生在颜景鳌的家中，与其他抢劫犯罪在主观恶性程度上没有进行区分，因此原判对颜景鳌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故颜景鳌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以抢劫罪判处颜景鳌无期徒刑属量刑过重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成 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及本院裁定除对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抢劫罪、颜景鳌寻衅滋事罪的量刑以及颜景鳌、贺国华、李建林抢劫中的部分事实定性不当应予纠正外，其余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本案经木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1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第1款、第154条、第61条第1款、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93条第1、3项，第310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27条、第55条第1款、第56务第1款、第69条、第72条第1款、第73条第2、3款，第68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2、3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颜景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900000元人民币；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900000元人民币 (主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8年2月24日起至2018年2月23日止)。
由于减刑之故，颜景鳌于2010年5月21日被释放。
  
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  顾壹心

